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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对“工农对立论”的批判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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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19 世纪中后叶，以赫尔岑、巴枯宁、特卡乔夫等为代表的“工农对立论”者将农民视作天生的

社会革命主体，夸大俄国村社制度的优越性，宣扬工人阶级不可靠论，主张放弃武装斗争而寻求所谓

的“本能解放”，妄图破坏工农关系、分化革命力量。马克思与恩格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角出

发，深刻批判了“工农对立论”：以经验事实批判其论据虚构，以唯物史观批判其唯心史观，以积极

革命观批判其消极革命观。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农关系的具体分析，马克思与恩格斯明确了工人

引导农民、工农联合互助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策略，以“工农联盟论”完成了对“工农对立论”的

超越。在今天，重温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工农对立论”的批判与超越，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

文本与思想、正确认识社会阶层关系与共同体治理问题、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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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1852 年，哈克斯特豪森陆续出版了

《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

概论》三卷本，详细介绍了俄国村社制度，深刻

影响了赫尔岑、巴枯宁、特卡乔夫等激进分子并

使他们开始关注俄国农民及村社制度与社会主

义革命的关系问题。19 世纪 60—70 年代，民粹

派出现在俄国的社会革命运动中，这股以巴枯

宁、特卡乔夫、拉甫罗夫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势力，

自称是“自由的代表”“人民的精粹”，把知识

分子领导下的农民视为主要的革命力量，视村社

制为俄国社会主义的“胚芽”，反对无产阶级及

其政党的领导，片面放大工农之间的分歧而忽视

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由此产生出“工农对立

论”的谬误思潮。对此，马克思与恩格斯予以深

刻批判，从事实论据、历史观、革命观等多个维

度出发，以“工农联盟论”完成了对“工农对立 

论”的超越，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

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一、“工农对立论”的主要论点及 
其理论实质 

 

要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工农对立论”

的批判，首先就要厘清“工农对立论”本身。如

恩格斯所言：“身为俄国地主的赫尔岑，从哈克

斯特豪森那里第一次得悉，他的农民们是共同占

有土地的，于是他便利用这一点来把俄国农民描

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

者，把他们同衰老腐朽的西欧的那些不得不绞尽

脑汁想出社会主义的工人对立起来。这种认识由

赫尔岑传给了巴枯宁，又由巴枯宁传给了特卡乔

夫先生。”[1]396“工农对立论”在代表人物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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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巴枯宁、特卡乔夫处，表现出不尽相同的话

语形式与理论内容，只有在分别考察赫尔岑等人

的具体表述之后，才能完成对其核心主张的概

括，进而揭示出其理论实质。 

(一) 赫尔岑的“工农对立论” 

亚历山大·赫尔岑是俄国农业民粹主义、农业

集体主义、唯农(民)论的代表人物。他曾深入俄

国村落了解农民的生存状况，对农奴制下挣扎的

劳动人民抱持同情，反抗沙皇专制统治，后流亡

西欧各国，与蒲鲁东、巴枯宁、海尔维格等人结

交，参与法国的工人运动实践。随着 1848 年欧

洲工人运动的失利，赫尔岑对于工人阶级及其革

命的不信任感愈发增强——用以赛亚·伯林的话

说，赫尔岑“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特别是讨厌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2]。在流亡过程中，

赫尔岑受到哈克斯特豪森、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欧

社会主义思想的综合影响，成为俄国民粹主义的

代表人物[3]。 

赫尔岑的“工农对立论”包括以下三个主

要论点：首先，在对阶级特性的认识上，他认为，

工人阶级由于其“软弱性”，在 1848 年革命失

败后，就失去了担任社会主义革命领导的能力；

由于受农奴制的压迫，农民反而更容易接受社会

主义学说，具有更充分的革命意志。正如普罗科

菲耶夫指出的那样，“他把‘工人们’的失败仅

仅归为其软弱性，他尚不能理解的是，1848 年的

工人阶级还未成熟为一种革命力量。而且赫尔岑

太性急，他把初次的较量当成了最后的失败，从

而得出社会主义不能在西欧取得胜利的结论。” 
[4]其次，在对革命道路的认识上，他认为俄国村

社制是社会主义萌芽的一种状态，农民天生具有

社会主义革命的潜质，只要在保留俄国宗法制的

前提下消灭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社会主义理想就

能在俄国实现；而工人革命运动只是西欧现实条

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不适合俄国国情，在俄国，

“除了农民革命之外不会有其他任何真正的革

命”[5]。最后，在对斗争形式的认识上，赫尔岑

认为工人阶级革命必然是暴力、流血、反人道的，

而农民革命可以采取自上而下的形式和平解放。

作为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赫尔岑对法国工人

运动过程中血腥暴力的街垒战斗产生了反感，决

心避免俄国革命的暴力化，因而提出了“通过沙

皇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地主与农民和

平协商的方式来废除农奴制”的看法[6]。 

(二) 巴枯宁的“工农对立论” 

“工农对立论”持民粹主义与人性进化论

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否定建立独立的无产

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妄图消解工人阶级的革命主

体地位。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米·亚·巴枯宁是

“工农对立论”的支持者与传播者，他围绕个人

的“绝对自由”做文章，提出了“无政府状态即

为自由”的谬论，把无产阶级专政混同于“专制

统治”并加以否认，要求群众无条件地反对一切

权威，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放弃政治活动，鼓吹工

农各自为政、放弃政治斗争的“集产制”。巴枯

宁的“工农对立论”流毒深远，对第一国际与工

人运动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 

巴枯宁的“工农对立论”包括以下三个主

要论点：其一，在对革命主体的认识上，他认为

农民的革命本性是“无政府主义的”[7](161)，应将

农民与破产手工业者看作是实现无政府社会的

主要力量，反对将城市工人视为革命运动的主

体。如在对波兰社会状况发表看法时，巴枯宁就

要求波兰人民“抛弃过去的历史，宣布成立农民

的波兰”。[8]其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上，

他污蔑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统治主义”，制

造了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政党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如其所言，“普通农民，贫贱农民，是不被马克

思主义者赏识的，而且是文化程度最低的,他们

大概要受城市无产阶级统治。”[1](403)其三，在对

斗争形式的选择上，他要求工人阶级必须放弃政

治斗争甚至一切政治行动，只能“静待”革命发

生[10]；主张农民通过自发暴动来影响社会，通过

“煽动”与“密谋”的方式来废除国家。用巴枯宁的

话说：“必须排斥一切权威原则，把自治原则作

为革命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绝对原则”[9](103)。 

(三) 特卡乔夫的“工农对立论” 

彼·尼·特卡乔夫是俄国民粹派的代表人

物之一，他以俄国的“特殊条件”为借口，竭力

鼓吹布朗基主义，认为俄国没有借鉴西欧工人革

命经验的现实条件，因为俄国的工人阶级是不可

团结、不可信赖、不可依靠的，俄国不可能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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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特卡乔夫通过对俄国农民进

行神秘主义“天命”式的描述，将农民视作社会

主义革命的真正主体，反对工人运动，把俄国农

民的劳动组合与村社制度视作社会主义的先天

基础。 

特卡乔夫的“工农对立论”也包括了三个

主要论点：第一，在对革命联合的看法上，他特

别强调俄国村社制与农民生存状况的特殊性，忽

视了社会主义革命国际联合的重要性，否定了第

一国际理论指导与西欧工人阶级运动经验的意

义。如其所言：“我们国家的情况非常特殊，它

与西欧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西欧国

家采取的斗争手段对于我们是不适用的。”[11](45)

这种臆造对立、忽视联系的认识论构成了特卡乔

夫“工农对立论”的谬误基础。第二，在对工人

阶级的态度上，他认为工人阶级不成熟、不可靠、

“胆小无知”以至于不可能被联合成一个组织

良好和纪律严明的工人联盟，对工人阶级带有强

烈的偏见。第三，在对革命斗争的态度上，他不

仅否认工人运动的历史成就，还认为俄国的农民

革命是依靠“本能”推动的，轻而易举就会成

功。在特卡乔夫看来，“只要在几个地方同时激

起始终在我国人民心胸中沸腾着的……积愤和

不满情绪……”“革命力量的团结就会自然而

然地发生，而斗争……就一定会得到对人民事业

有利的结局”，所谓的“革命本能”也将自然而

然地促成“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紧密的不可

分割的联系”。[1](399)这种依赖于主观认识的革命

观显然犯了理想主义的幼稚病。 

(四)“工农对立论”的理论实质 

经由对上述“工农对立论”主要代表人物

的论点梳理，“工农对立论”的核心内容可以被

整体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工农对立

论”者分析现实都不是从实际的社会经济条件

出发，而是求助于“天命”“绝对自由”“革命

本能”等抽象范畴，把俄国村社制度视为社会主

义的萌芽，却不对这一断言作具体论证。他们始

终把俄国国情的“特殊性”当作核心论据，把俄

国的社会历史解读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种 

“例外状态”，以此来规避欧洲工人运动理论与

经验的指导。具体来说，“工农对立论”者一般

从四个层面论述俄国国情的“特殊性”：第一，

阶级构成上既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也没有真正

的资产阶级；第二，因为农奴制的压迫，农民普

遍愚昧无知但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能”；第

三，俄国的精英知识分子革命意识坚定；第四，

俄国的专制统治基础比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统

治基础更薄弱[12]。上述四点不仅以主观认识否定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真实存在、预设农民的

“革命本能”、低估通过革命推翻专制统治的难

度，还有意识地突出了“精英知识分子”的主体

地位，把“依靠农民与大众”概念偷换为“依靠

农民的领袖与大众中的精英”，包藏利用民众、

自抬身价的阴谋与野心。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

是“工农对立论”者的立论基础，也是他们在革

命主体与斗争形式认识上谬误的根源。 

其二，偏激失实的革命主体观。“工农对立

论”者以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看待革

命及其主体，仿佛任何社会革命运动就只能有一

个主体，只要涉及阶级联合或斗争合作，就必然

会损害另一参与主体的革命意志一样。他们忽视

了工农之间的共性，过分强调其差异性，甚至制

造二者的矛盾。典型如巴枯宁，他鼓吹“在德国

共产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农民，一切农民，

都是反动派”“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有别的想

法；无论如何他们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必然要咒

骂一切人民革命，特别是农民的、按本性来说是

无政府 主 义的、 直 接导致 消 灭国家 的 革

命”[9](328)。“工农对立论”者既过分拔高了农民

阶级的革命意识与斗争能力，又贬低了工人阶级

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以欧洲工人运动的暂时失利

来否定以往革命经验的价值。在以农民为主体的

表象之下，“工农对立论”者的本质仍然是精英

主义，他们在理论上依靠农民阶级的革命本能，

但在实践中却“缺乏对群众宣传教育的耐

心”[13]，以至于不得不搬出各色“社会天才”作

为代表，未能在实践中真正落实农民的革命主体 

地位。 

其三，消极投机的斗争形式观。赫尔岑等

“工农对立论”者普遍受到过布朗基主义等激

进革命思想的影响，但又杂糅了知识分子与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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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观点，因此在斗争形式上意见不一致，

如赫尔岑支持走自上而下和平解放农民的道路，

巴枯宁支持通过煽动“激起农民的恶欲”[9]14 以

废除国家，特卡乔夫反对群众教育并支持发起村

社暴动，等等。列宁、塔塔里诺娃等人曾对这些

前后不一、彼此矛盾的斗争形式观进行了深刻的

批判，并指出其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受到贵族

革命者世界观的影响而犯的离开了革命原则的

错误”[14]。总的来看，无论“工农对立论”者对

于斗争形式问题的阐述如何不同，其内在本质都

可以用“消极”与“投机”来概括。一方面，

“工农对立论”者始终不能认识到革命的总体

性与全局性，总是忽视部分革命环节(如群众教

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工农对立论”者既

不注重培养农民的革命意识，总是寄希望于该群

体革命“本能”的觉醒，又不能耐心地等待革命

时机的成熟、做好革命所需要的主客观准备。消

极投机的斗争形式观是“工农对立论”者始终

无法形成科学的革命理论体系的主要阻碍，也是

其革命理论与实践失败的直接原因。 

尽管诸“工农对立论”者动机各异，但无论

是出于农业集体主义与唯农民论提升农民社会

地位的需要，还是出于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削

弱工人政治力量的需要，他们都否定工人阶级的

历史贡献，否定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专

政制度的必要性。“工农对立论”反映了资本主

义发展过程中陷于破产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的绝

望情绪，具有空想性与盲目性，危害了社会主义

革命事业的发展。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工农对立 

论”的批判 
 

1864 年，巴枯宁加入第一国际，标志着马克

思与恩格斯同“工农对立论”者(包括部分民粹

派、唯农论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等)的斗争正式开

始[15]；1894 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撰成，

至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工农对立论”的批判

告一段落。回顾这一时期的重要文本，马克思与

恩格斯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从事实论据

出发，深彻批判了“工农对立论”，清算了这股

危害工人运动、分化革命组织、妨害人类解放的

意识形态毒瘴，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 以经验事实批判“工农对立论”的论

据虚构 

由于“工农对立论”包含了大量伪造、夸

张、虚构俄国现实的谬误成分，马克思与恩格斯

立足于经验事实本身，澄清了俄国农民群体与村

社制度的真实情况，揭露了“工农对立论”的虚

构性，为西欧工人阶级正确认识俄国农民问题提

供了科学的事实材料。 

首先，立足于俄国农民“劳动组合”的经验

事实，批判了“工农对立论”把“劳动组合”特

殊化、神秘化的臆想。恩格斯分析道，“劳动组

合是俄国一种很普遍的协作形式，是自由合作的

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很像狩猎民族在打猎时的自

由合作形式。”[1](393)并指出，“从赫尔岑年代起，

在许多 俄 国人心 目 中它就 具 有神秘 的 作

用”[1](393)，“工农对立论”者把劳动组合看作是

俄国农民的天才发明，认为劳动组合具有神秘的

革命性作用，显然犯了唯心史观的错误。恩格斯

从起源、发展、性质出发，还原了“劳动组合是

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

式，并且也不是纯俄罗斯或纯斯拉夫的合作社形

式”[1](395)这一事实真相，揭示了劳动组合与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间的必然矛盾。马克思亦指出，劳

动组合向集体劳动的过渡不是“自然而然”的，

而必须“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

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1](578)。恩格斯还阐发了

对“劳动组合”与社会主义制度关系的科学认

识：“这种形式(劳动组合)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

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远不

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

跳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1](395)而要实现这种

过渡，就必须吸取西欧合作社的发展经验，抛弃

劳动组合的自发形态，在扬弃中寻找向社会主义

过渡的可能[16]。 

其次，立足于俄国农民“阶级归属”的经验

事实，批判了“工农对立论”者对社会阶级的划

分缺乏系统认识、主观制造农民与无产阶级对立

的谬误观点。“工农对立论”者认为，“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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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是土地占有者，他们不是无产者，而是所有

者……”[11](47)“我们这里没有城市无产阶级，这

是 事 实 ； 然 而 我 们 这 里 也 没 有 资 产 阶

级……”[1](389)“总之，俄国工人……乃是‘农

夫，因此不是无产者，而是有产者’”[1](390)。显

然，“工农对立论”者还没有形成具体的社会阶

级认识，还不知道阶级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客观关

联性，还只停留在主观判断某一阶级是否存在的

层面。对此，马克思明确了“有产农民不属于无

产阶级”[1](404)的基本判断，指出了农民由于资产

阶级的排挤盘剥而变成无产者的可能。在《给

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马克思再次

澄清了农民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指出随着资本主

义社会矛盾的加深，大多数农民将成为无产者。

恩格斯也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

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1](561)，证伪了所谓“俄国

没有无产阶级”“农民始终不是无产者”的谬

误观点。 

最后，立足于俄国农民“主体特性”的经验

事实，批判了“工农对立论”夸大农民革命主体

性、虚构俄国社会矛盾的幻想。“工农对立论”

者把农民视作是“本能的革命者”，认为农民具

有天生的社会主义倾向，因此，俄国农民不需要

与西欧工人阶级进行革命联动就能取得完全的

社会主义胜利。这种观点的基本论据是农民具有

“本能的革命性”“自卫的本能”，而这些“革

命本能”则来源于对沙皇专制与农奴制度的痛

恨。对此，恩格斯指出，“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

样。俄国人民，这些‘本能的革命者’……从来

没有反对过沙皇。”[1](400)在俄国，农民对于沙皇

专制制度既畏惧又憧憬，既仇视又暧昧，他们痛

恨贪官污吏，却对沙皇权威怀有幻想，根本不具

有特卡乔夫杜撰的“革命本能”。同时，恩格斯

还指出，不经科学理论武装的农民公社运动“都

只是各 自 保卫自 己 ，根本 谈 不上互 相 援

助”[1](400)，其革命主体性远远没达到“工农对立

论”者所幻想的程度。马克思亦阐述过农民阶级

的局限性，指出农民由于自身劳动的孤立性、土

地的分散性和地域的隔绝性而不能担任独立的

革命主体，因此需要与其他阶级进行联合，以此

保障自身阶级利益。 

(二) 以唯物史观批判“工农对立论”的唯

心史观 

作为一种唯心史观的认识产物，“工农对立

论”将神秘主义的“天命”视为革命发展与社

会演进的根本动力，看似重视人民群众实则寄希

望于英雄人物，过分强调不同地域、文化、制度

之间的差异而忽视其共性。对于这些谬误，马克

思与恩格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予以了明确的

批判。 

首先，对“工农对立论”天命史观的批判。

“工农对立论”者认为，“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

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

者比起来，要无限地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

生活也要无限地好。”[17](452)这种宣扬“天命”

的论调早在 1852 年就被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洞察。

恩格斯在寄给马克思的信中预言，巴枯宁等人的

“把古代斯拉夫公社所有制变成共产主义和把

俄罗斯农民描绘成天生的共产主义者的陈旧的

泛斯拉夫主义的骗人鬼话，将会再次十分广泛地

传播”[18]。针对这些神秘主义描述，马克思一针

见血地指出“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

是经济条件”[1](405)；恩格斯在批判特卡乔夫时亦

指出，不能陷入农民作为“上帝选民”的阶级傲

慢中，必须把俄国农民从独立革命的幻想中解放

出来，使之与各个社会群体共同推进解放事业。

“工农对立论”者的天命史观在本质上是逃避

问题——因为他们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不了解社会经济条件对于革命发展的重要影响，

无法解释为何“农民”就是理所应当的“革命

主体”，故而只能搬出“天命”“本性”“禀

赋”等抽象范畴。 

其次，对“工农对立论”英雄史观的批判。

“工农对立论”者强调优秀个人、英雄人物、社

会天才等个体对于革命运动的重要影响，抹杀了

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巴枯宁曾言：“应当把所

有的村、乡，可能还有省的优秀农民，把俄国农

民界中的先进人物、天生的革命者相互联系起

来。”[7](233)特卡乔夫公然宣称“人民没有能力在

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一个能够朝着共产主义理

想的方向前进和发展的新世界”[19](145)。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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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了《神圣家族》等著作中的群众史观，马克

思与恩格斯对“工农对立论”者作了明确批判。

马克思指出，脱离人民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是不

可能成功的，任何社会革命都只有“在人民群众

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1](404)才可能实现。

恩格斯亦指出，英雄主义的革命幻想在本质上是

自相矛盾的，巴枯宁一方面主张通过优秀个人来

越过人民群众发挥革命作用，另一方面又试图保

留所谓的“每个人的自治权”，忽略了人的社会

整体性，陷入一种依赖于少数个人却宣称代表全

部群众的悖谬状态——这与特卡乔夫的“为了一

切人民，但不通过人民”[19](145)口号存在同样的   

问题。 

最后，对“工农对立论”特殊史观的批判。

“工农对立论”显然是一种试图以局部经验来

解释宏观历史进程的“特殊史观”[20]。马克思承

认俄国公社有其特殊性，但也明确指认了俄国公

社的“软弱性”与“孤立性”，揭示出“工农对

立论”者特殊史观的不可靠；在《共产党宣言》

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只有俄国革

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

充，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才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

展的起点，揭示出俄国与西欧革命事业合作的必

要性。恩格斯明确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特卡乔夫

等人片面强调俄国农民的内在性、忽视西欧无产

阶级革命意义的观点[17](452)，认为“西欧无产阶

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

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

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17](457)。在

《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

争一书导言》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

革命的国际化已经势不可挡，以往“按照地区和

民族来划分和区别的群众”已经成熟为“一支

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17](541)，从事实上证明

了“工农对立论”极端特殊史观的必然破产。 

(三) 以积极革命观批判“工农对立论”的

消极革命观 

“工农对立论”者在革命观上始终抱持消

极投机的立场，在革命的斗争形式上依赖农民的

“革命本能”，一则幻想自上而下的和平解放，

二则忽视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三则陷入消极被

动、等待革命自然发生。马克思与恩格斯以积极

革命观深彻批判了“工农对立论”者的消极革

命观。 

首先，批判了“工农对立论”者和平革命的

幻想。“工农对立论”者的“和平革命”主张并

非什么新鲜事，蒲鲁东派与拉萨尔派一直持这种

论调，抛开话语上的差别，其本质都是小资产阶

级保全统治机器的幻想。早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与恩格斯就鲜明指出过无产阶级“暴力

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由于资产阶

级敌人的顽固与旧社会设施的残余，“只要其他

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

在同它们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

施”[1](403)，不断改造或消灭旧的经济条件，巩固

革命的胜利果实。恩格斯也阐述过暴力革命不可

放弃、革命权是唯一真正的“历史权利”的重要

原理。畏惧暴力革命、沉迷和平解放、指望自上

而下的变革是一种幼稚的革命观，巴黎公社的运

动经验已经证明，无产阶级必须坚持革命领导

权、坚决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坚定建立无产

阶级专政。 

其次，批判了“工农对立论”者本能革命的

幻想。“工农对立论”者寄希望于“本能革

命”，逃避为革命创造主客观条件的主动过程。

特卡乔夫妄想依靠农民的“革命本能”实现自

然而然的社会革命，这种观点看似是对农民革命

主体性的高扬，实则是对社会革命的抽象化、被

动化、乌托邦化。对此，恩格斯回击道：“我们

不去同这些人争论，虽然他们把俄国人民看作社

会革命的上帝选民。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跟他们

抱同样的空想。上帝选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了。”[17](465)本能革命的幻想在本质上是一种对

精神史观的变相延续，特卡乔夫等人始终认为存

在着一个象征着历史必然与绝对精神的革命主

体，革命在这个主体的参与下将会成为一种“顺

势而为”的乐事，仿佛只要找到了这个主体，一

切革命主客观困难就都会自行迎刃而解，属于典

型的主观主义与盲动主义。恩格斯讽刺这种幻想

为“童话”[1](400)“惬意的革命”[1](399)。 

最后，批判了“工农对立论”者被动革命的

幻想。“工农对立论”者(典型如巴枯宁等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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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解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个人的绝对自

由，一切权威、政治都是妨害自由的。据此，他

们采取了被动革命的立场，一则反对工人运动，

二则放弃领导机构，三则忽视政治斗争，由此得

出了“无产阶级最好什么也别干，而只等待……

普遍清算的日子——末日审判的到来”[1](408)的

悖谬结论。巴枯宁等人的被动革命，本质而言是

对社会革命经济条件与阶级事实的忽略，用马克

思的话说，“他(巴枯宁)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

革命，只知道这方面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

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1](404)在马克思

与恩格斯看来，“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

从来就是政治运动”[1](333)，“革命是政治的最高

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要有准备革命和教育工

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政治行动……应当从事的

政治是工人的政治”[1](224)，革命必然是一个政治

行动、阶级整合与经济改造协同作用的积极过

程，而绝不可能是以静待革命发生、放弃政治权

威、诉诸农民的“革命本能”为手段的消极   

过程。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工农对立 

论”的超越 
 

批判不是纯粹目的，而是驳斥错误思潮、提

出科学认识、指导社会实践的必要手段。要彻底

超越“工农对立论”，就必须建立一套具有科学

性、现实性与革命性的理论体系，这就是马克思

与恩格斯一以贯之的“工农联盟论”。“工农联

盟论”是革命理论与实践经验积累的必然产物，

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指导社

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与恩格斯

对“工农对立论”的超越，就是“工农联盟论”

对“工农对立论”的超越。 

(一) 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论”的文本

线索 

马克思与恩格斯“工农联盟论”思想的形

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而要认识这个过程，就

需要回到其经典文本中去。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农民与工人的生

存状况抱以同情，为“工农联盟论”的产生奠定

了认识基础。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提出了工人与农民的联系将随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而不断加深的观点，揭示出工农共同革

命的理论可能[21](155)。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恩格斯指出，由于工人和农民的生存环境存

在交叉，“(工人中)大部分人本来就和农民有着

直接的联系”[21](38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提出了“现存的工人多半是过去的农

民”[21](627)等观点，进一步强调了农民与工人的

紧密联系。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

恩格斯批判性地指出“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成了

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核心；小资产者，尤其是农

民，总是跟在他们后面”[21](661)，在实质上表达

了“工农联盟论”的一条核心原理，即农民在革

命中基本处于追随者位置。在《共产主义原理》

中，恩格斯指出，随着城乡对立的必然消失，“从

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

同的阶级”[21](689)，这一事实将工人与农民导向

“共产主义联合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

克思与恩格斯指出了农民必然落入无产阶级革

命队伍的历史趋势，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的口号也包括了对农民阶级的革命号召；同

时，也指出了农民阶级作为革命“中间等

级”[22](42)的局限性，不吝于批判其保守甚至是反

动性的一面。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

同盟书》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更为明确地提出了

“工人应当同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22](197)。

上述论述在实质上标志着“工农联盟论”的初

步形成。 

1848 年欧洲革命发生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关

于工人需要争取、动员、引导农民参与革命的观

点愈发成熟[23]。在《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

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指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等“中间阶层”不是无产阶级直接的同盟军，但他

们会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深入，日益成为工人阶

级的同盟者。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明确

了城市工人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对农民的领导地

位，同时也指出了二者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

总体而论，农民阶级只有与工人阶级联合才能保

障自己利益。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阐

发了“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是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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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18](211)的原理，明

确了工人运动唤醒农民阶级的使命。在《德国的

革命和反革命》中，恩格斯分析了农民阶级的具

体构成，认为农民阶级不能独立领导革命，必然

需要工人阶级的引导与帮助。在《论住宅问题》

中，恩格斯重申了关于工人阶级吸引农民参与革

命运动的观点[1](330)。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

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革

命必须“灵活”地处理与农民的关系，“不能采

取得罪农民的措施”“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

利的可能性，至少应当善于变通，直接为农民做

很多的事情”[1](404)。在《给维·依·查苏利奇的

复信》及其草稿中，马克思立足于俄国公社问题，

提出了俄国社会运动必须与西欧工人运动联合

起来的观点，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

言中得到重申。 

在《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等著作中，恩

格斯就土地与合作制问题，进一步分析了工人阶

级政党在农村的实践策略，强调不能迁就农民的

私有制倾向，无产阶级要积极接近农民，将之转

变为自己的同盟军，把农民争取到革命的队伍中

来。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批判了以福

尔马尔为代表的右翼人士在制定土地纲领、引导

农民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所犯的机会主义

错误和奉行阶级调和思想的理论根源，明确提出

了“农民问题的中心点”[17](510)就是工业工人与

农民的关系问题，并随之阐发了“农民是未来的

无产者”[17](513)的重要命题，同时细化了农民群

体，认为农民包括农业工人、小农阶层、富中农

与地主、农业资本家四类，并依据其不同特性阐

发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即引导农业工人、团结依

靠小农、兼顾其他阶层等[24]。同时，恩格斯也提

出了通过建立合作社、发展商品经济、逐步扩大

生产，来完成私有到公有的所有制转化。此外，

他还强调了党的领导对实现工农联盟的关键性，

指出要真正发展好合作制经济，就必须保持党的

无产阶级纯洁性。《法德农民问题》是“工农联

盟论”得到最为系统、彻底、细化表述的著作之

一，至此，“工农联盟论”的理论得到了翔实充

分的呈现。 

(二)“工农联盟论”对“工农对立论”的三

重超越 

要明晰“工农联盟论”在何种程度上超越

了“工农对立论”，就需要首先在整体上认清

“工农联盟论”的核心思想。基于文本考察，马

克思与恩格斯的“工农联盟论”至少包含以下

三方面核心思想：其一，对农民阶级双重性的认

识。一方面，农民阶级处于资本主义与封建专制

统治的双重压迫之下，具有一定的革命意识，同

时，农民人口庞大，占有一定的生产、生活与战

斗资料，这就决定了农民具有投身革命的现实潜

能；另一方面，农民阶级亦具有小农意识与私有

化倾向，工人阶级必须不断引导其走上正确的革

命道路，将之转变为自身的同盟军。其二，工农

关系的处理策略。处理与农民阶级的关系需要谨

慎而灵活，一方面，要清理封建残余、打击专制

剥削、解决土地矛盾，保护好广大农民的切身利

益；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地

位与“革命无产阶级立场”[25](51)，不能一味地讨

好农民、自我退让，确保工人阶级始终作为农民

的“领导者和老大哥”[1](201)。其三，工农联盟的

实现进路。在协调好、处理好工农关系的前提下，

工人阶级必须在革命意识、组织建设、武装条件

上不断发展、强大自身，为联盟的巩固奠定基础。

同时，也要教育与引导农民阶级、把握乡村生产

与生活的基本特点、洞察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

推动工农生产合作化与土地资源共享、建立大规

模农场与合作社来替代传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与小农土地私有制。“工农联盟论”是马克思主

义的伟大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民粹主

义“斗争的中心点”[26]，将长期指导社会主义的

革命与建设工作。 

要论述一种理论超越另一种理论，就必须阐

明前者澄清了哪些后者没能澄清的问题、解决了

哪些后者不能解决的难题、提出了哪些后者没有

提出的见解等。基于前文阐述，“工农联盟论”

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超越了“工农对立论”： 

首先，“工农联盟论”澄清了关于农民双重

阶级特性与具体阶层划分的重要问题，超越了

“工农对立论”含混抽象的农民阶级认识。“工

农对立论”立足于唯心史观，只从整体概念上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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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缺乏对农民的阶级特性及其内部群体划

分的清晰认识，甚至否认农民与工人的阶级关

系，否认俄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存在的历史事

实，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方法[27]。典

型如赫尔岑，他认为推动革命进展的因素是“命

运”，忽视了客观条件的重大影响，以致谈起革

命中各阶级的处境时竟主观断言：“我不太了解

农民的情形”“城市工人……带来恐怖和混

乱”[28]。与之不同，“工农联盟论”明确指出了

农民阶级的双重特性：因遭受专制统治与经济剥

削而具有进步性的、革命性的一面，又具有保守

的、自私自利甚至是反动的一面。同时，“工农

联盟论”也正面回答了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

的地位问题，明确了农民是革命的“追随者”，

强调了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捍卫了无产阶级革

命的根本立场。另外，从利益诉求、所有制结构、

土地分析出发，“工农联盟论”对于农民阶级的

内部群体划分有更为清晰的微观理解，并针对不

同群体农民的不同特性制定了具体的应对策略，

完成了对“工农对立论”笼统含混的阶级认识

的超越。 

其次，“工农联盟论”解决了如何最大程度

团结社会各阶级革命力量的现实难题，超越了

“工农对立论”孤立狭隘的革命认识。“工农对

立论”者否定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把农

民阶级描述为天生的革命主体，制造了农民与工

人阶级的矛盾，因而必然面临着社会各阶级革命

力量分裂的困境。典型如巴枯宁，他表面上宣扬

工人阶级具有革命主体地位，却又指责无产阶级

专政是“少数特权者管理绝大多数的人民群

众”[9](331)，把工人阶级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主

张用“激起恶欲”之类的方式来发动农民革命，

对人民内部团结造成了坏的影响。这些观点显然

不利于革命力量的凝聚。与之不同，“工农联盟

论”明确以工人阶级为革命主体，农民只有将无

产阶级看作天然的同盟者和领导者，才能在维护

自身权益的同时凝聚革命力量，实现向共产主义

的过渡[25](48)。“工农联盟论”注重整合革命队

伍，团结了一切可团结的社会力量，壮大了革命

队伍，丰富了革命所需要的主客观资源——在主

观资源上，增强了革命宣传的影响力，提升了工

农阶级认同度，增进了社会整体革命意识，强化

了革命队伍的士气与凝聚力；在客观资源上，巩

固并壮大了革命运动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革命物

资问题的解决，扩大了革命地区范围，提高了革

命队伍的整体战斗力。因此，“工农联盟论”更

能解决如何最大程度团结社会各阶级革命力量

的现实难题，完成了对“工农对立论”的超越。 

最后，“工农联盟论”提出通过发展合作社

经济、创新工农联合生产合作模式来推动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的策略，超越了“工农对立论”支持

土地私有、推动工农分家的经济主张。“工农对

立论”者对于私有制仍然怀有幻想，主张通过土

地私有来保障农民利益，推行“集产制”，使工

人与农民各自为政、分散经营。典型如巴枯宁，

他为了确保农民利益，提出“起码要使小农成为

他现在占有的那块土地实际上的终生占有

者”[9](172)，继而又得出土地归农民所有、厂房归

工人所有的谬论，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

展。与之不同，“工农联盟论”主张，既要在社

会革命与建设中尽可能协调各方利益，不能以暴

力剥削等手段对待农民，又要认识到人民群众的

总体性，不能忽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工

农联盟”；既不能放弃社会主义所有制而转向

“所有权重新分配”[29]，又要组织社会主义性质

的农民合作社，把小农私人的生产和占有发展为

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最终达到农业工人合作社

的高级形态，进而实现土地国有化。这一主张不

仅有利于加强农民与工人之间的经济联系，还能

充分维护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集体性、公共性，在

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发挥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作

用，完成了对“工农对立论”的超越。 

 

四、“工农联盟论”超越“工农对 

立论”的现实启示 
 

首先，“工农联盟论”超越“工农对立论”

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智慧光辉。马克思与恩格斯

对“工农对立论”的批判与超越是一场时间长、

对手多、论争激烈的硬仗。彼时，欧陆思潮风起

云涌，各色意识形态激荡变幻，西欧与俄国交流

不足，加之语言不通，理论传播显得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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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如此浑浊的思想空气中树立起坚定的认识

立场并以此批判错误思潮，反映出马克思主义者

的革命动力、思想活力、理论定力。在当代，必

须坚持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

克思主义，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次，“工农联盟论”超越“工农对立论”

揭示出社会阶层矛盾解决与共同体构建的治理

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

为多元的社会生活内容，我国的社会阶层状况也

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一方面，阶层界限模糊

化，城乡流通日益频繁，农民的“产业工人化”

趋势明显，产业工人与农业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

中呈现出竞争关系，二者总体阶层地位都有所下

降[30]；另一方面，阶层诉求多元化，如何应对工

人与农民阶层有所交叉但又存在差异的经济、文

化、社会等诉求成为当下社会治理的重要问题。

对此，“工农联盟论”能够为化解工农矛盾、调

和工农关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以及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思想资源。 

最后，“工农联盟论”超越“工农对立论”

揭示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重大意义。“马克

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

理论使我们知道，要使中国‘强起来’就必须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31]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

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

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   

命[32]。“工农联盟论”体现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

对农民的帮助、支持与引导，彰显了共产党人在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责任担当，明确了

团结在党周围、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重大意

义。在当代，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努力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地

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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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and Engels'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theory of “Opposing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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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9th century, those for the theory of “Opposing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represented by Herzen, Bakunin, Tkachev and others advocated that peasants were natural subjects 

of social revolution, exaggerated the superiority of the Russian village community system, publicized the 

unreliability of the working class, suggested giving up armed struggle to seek the so-called "instinctive 

liberation", and attempted to destro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to divide the 

revolutionary powers. Start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Marx and Engels 

profoundly criticized the theory of “Opposing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criticizing its argument fiction 

with empirical facts, its idealistic view of history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ts negative view of 

revolution with positive view of revolution. Through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 in capitalist society, Marx and Engels clarified the strategy for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strategy that workers guide peasants, and workers and peasants collaborate and help each 

other, hence fulfilling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theory of “Opposing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Now, 

reviewing Marx and Engles’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theory of “Opposing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Marxist classical texts and thoughts, 

for a correct knowledge of social-class relation and community-governance issue, and for the strict 

upholding of CPCC authority with President Xi as the core.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Opposing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Scientific 

Socialism; Russian revolution; popu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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